
基于大数据的中国城市工作人口的就业空间分异

——以武汉市为例

刘炜
1，2

杨杰
1
龚岳

※2

（1.武汉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中国湖北武汉 430070；2.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中国湖北武汉 430072）

【摘 要】：就业空间分异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平衡的结果，表现为产业和劳动力共同作用的

空间形态。对就业空间分异的研究能弥补空间分异研究的不足，促进就业、产业和社会发展。文

章以武汉市为案例，基于手机信令与产业大数据，采用区位商和差异指数，探讨不同性别和户籍

的工作人口在就业空间中的分异特征与格局；采用地理探测器，探讨产业对就业空间分异的影响。

研究表明：①城市就业空间总体分异呈现从中心到边缘逐渐增大的环状空间格局；②二、三产业

的集聚与就业空间分异负相关，会促进就业人群间的融合，第一产业会吸引本地人口在远郊区的

集聚。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与布局、增加就业机会、健全就业机制以及提

高公共交通覆盖度、积极配建公租房等措施，促进不同性别或户籍的人口在就业空间中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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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空间分异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平衡的结果，由工作和居住地的地理位置决定
［1］

，表现为产业和劳

动力共同作用的空间形态。就业空间分异影响劳动力的工作权利、机会和收益，而平等的就业空间能够促

进产业的良性发展
［2-3］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指出，“十四五”期间人口结构与经

济结构深度调整，劳动力供求两侧变化较大，“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结构性就业矛盾成为就业市场

突出问题。探明就业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对于促进产业发展和社会融合意义重大。

在劳动力需求端，就业空间分异受到劳动力市场的产业结构、就业机会和雇主行为的影响。第一，产

业结构影响就业空间分异的存在和模式。在我国，产业在空间上转移，引发就业空间格局演化
［4］

；行业结

构特征与服务业发展影响了就业空间集聚中心的形成
［5］
；服务业集聚区有较好的空间融合特征

［6］
。在欧美

国家，服务业的增长为女性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就业空间的性别隔离减少
［7］
；但女性过度集聚形成“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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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贫民区”（occupationalghettos），导致服务业由女性主导，就业空间更加隔离。不过服务业将女性从家

庭劳动转移到有偿经济中，有助于解除劳动力隔离
［8］
。第二，就业机会增加，空间分异减少。由于产业分

布不均，城市中心区域的就业机会约是郊区的两倍
［9］
，郊区女性就业率更低，郊区就业空间分异水平高于

城市地区
［10

］。空间错配假说认为，工作地点的可达性降低，造成少数群体与就业机会分离
［11］

；居住隔离

的社区，与工作地点和就业信息脱节，加强就业空间隔离
［12］

。第三，雇主行为影响隔离的存在。雇主对非

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刻板印象，被用作工作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和就业能力的“歧视性”指标
［13］

。我国户籍差

异与待遇、福利、公共服务和社会政策等待遇挂钩，外来人口可能遭遇行业和工种歧视，难以进入正规劳

动力市场，同时薪酬低于本地市民
［14］

。雇主对员工所属群体的表现，做出期望或假设的“统计性歧视”

（statisticaldiscrimination）
［15］

，如认为丈夫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妻子会休假或者搬走。

雇主根据有限信息做出假设，这些假设让倾向招聘女性的雇主向女性居住地集聚，存在空间诱捕

（spatial-entrapment）
［16］

，引发产业空间重组与就业空间重组，以女性为主导的就业空间趋近城市中心

区
［17］

。

在劳动力供给端，工作人口的通勤距离、社会网络、教育水平和个人选择是促使就业空间分异的重要

因素
［18］

。由于家庭责任与较少使用小汽车，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多时空限制，倾向较短的通勤距离，使得女

性更喜欢居住地附近的就业机会
［19］

。以女性或外地人口为主导的产业通过社会网络内部的信息流介绍就业

机会，强化了就业空间的分异，对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作人口来说尤其如此
［16］

。大城市可能移民社区规模

更大，种族市场细分的工作更多，就业空间分异更明显
［20］

。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可以更有效地找到工作，

而更高的教育程度会带来更大范围潜在的工作匹配
［1］
。当少数群体成员在教育等指标与主要群体接近时，

就业空间分异程度降低
［21］

。尤其是对高技能工人来说，更高的工资和更长期的工作合同让他们能够承担通

勤时间更长，并在更融合的就业空间工作
［22］

。个人选择方面，女性更倾向选择生活性服务业
［23］

；在某些国

家大学女性最常见的一些专业是健康和临床科学，男性最常见是工程相关专业，这种个人选择引起的职业

隔离也会带来就业空间分异
［24］

（图 1）。

现有关于就业空间分异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相对于我国大量的居住分异研究，就业空间研究

相对较少；第二，现有少量就业空间中性别分异研究
［25］

，极少研究不同户籍群体的分异；第三，分异研究

常用人口普查、抽样调查等传统统计数据，基于手机信令等大数据的研究较少，但大数据样本量大、类型

多、覆盖面广、收集便利，能反映人口实时和全面的活动；第四，我国就业空间分异研究多以街道为空间

单元
［4，26］

，较少有细化到 500m×500m 网格（下称 500m 网格）的邻里尺度。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

基于大数据，以 500m 网格为基本空间单元，从以下两方面展开分析：第一，分性别和户籍，研究就业空间

分异的集聚和分布特征，总结格局，探讨劳动力人口在空间上的融合与分异；第二，对产业的类型和空间



分布进行测度，从供给端探索就业空间分异与产业的相关性。本文将我国空间分异研究从关注居住分异拓

展到探索就业空间分异，提升对就业空间的学术关注；对于就业空间分异的格局和产业因素的总结能解释

我国就业空间社会因素的形成原因；相关政策建议有助于推动我国就业空间性别与户籍融合，维护女性和

外来人口等弱势群体的工作权利和收益。

表 1工作人口类型数据统计

工作人口类型 数量（人） 占比（％）

女性 2884697 42.97

男性 3828999 57.03

本地 3831203 57.07

外地 2882493 42.93

总人口 6713696 100.00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以武汉市为案例展开研究。2021 年武汉市行政区划，共计 15 个区、184 个街道（图 2）。研究重

点分析工作人口的性别、户籍分异，需识别出工作人口的性别与户籍标签。本研究人口大数据采用武汉市

2021 年 9 月手机信令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包含用户属性及行为特征多维度标签，常用来研究人口时空活动
［27］

、空间特征解析
［28］

等。由于户籍人口没有精细到 500m 尺度的数据，且通常获取程度较低，本研究使用

手机信令数据中身份证前 6位作为代理变量。本文工作人口判别与分类以联通手机信令数据为基础，首先，



根据用户月度驻留行为，工作日上午 9 点至下午 5点停留时间最长，且不与晚 9点至第二天早上 8点停留

位置（判定为居住点）重合的点为工作点，期间驻留人口即为工作人口。然后，过滤未实名制的用户，提

取平台结合武汉市统计年鉴数据扩样后的不同性别人口数量。最后，结合身份证前 6 位数字在

420100~420199 间的视为户籍本地人口，其余视为户籍外地人口（表 1）。以性别和户籍区分工作人口，数

据的尺度为 500m 网格和街道两种。

表 2启信宝行业企业数量统计

产业 企业数量（个）

一产（农林牧渔业） 7784

二产 60841

工业 25365

建筑业 35476

三产 34019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573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5215

批发和零售业 151777

住宿和餐饮业 16410

金融业 3666

房地产业 1322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0858

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63307

总计 408820

考虑到身份证外地人口存在外来大学生与外来工作人口落户的情况，身份证号判别存在一定误差，本

研究采用 2020 年武汉市公安局街道尺度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统计数据，计算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

基于这些比值对街道尺度内 500m 网格的手机信令外地人口与本地人口数据进行校准。数据共识别出武汉市

工作人口约 671.37 万人，2021 年武汉市统计年鉴公布 2020 年武汉市从业人员共 603.79 万人。由于大数

据口径下的工作人口识别标准基于一个月内出现超过 10天的核心用户，而统计口径下的工作人口识别标准

基于全年在本地居住 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二者识别标准的差异，导致大数据口径下的工作人口数量略

大于统计口径下的工作人口数量。

本研究的产业大数据采用武汉市 2021 年 9 月启信宝数据，启信宝数据包含企业工商注册基础信息，常

用来研究区域空间结构
［29］

、企业网络分析等
［30］

。本文以启信宝经营状态与产业分类标签为基础，首先，过

滤失效、注销、吊销、迁出等未在运营状态的企业；然后，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方法，结合武汉市统计年鉴，将启信宝内产业简化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

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业，共计 3 大类 11 小类。最后，统计

500m 网格内不同行业企业的总数（表 2），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网格按企业数量分级，得到每个网格中 3

大类和 11小类不同行业企业的分级数。数据尺度与工作人口 500m 网格匹配。

1.2 研究方法

空间分异研究常用熵权法
［31］

、区位商和差异指数
［32］

等方法。本文采用区位商分析工作人口空间集聚



程度、差异指数分析就业空间中的性别与户籍分异、地理探测器分析工作人口分异影响因素。

1.2.1 区位熵

区位熵通过某一类型人口在城市特定区域人口比值的集中程度，反映该群体在这些区域中的集聚情况。

区位熵的表达式如式（1）：

式中：Q 为区位熵；S 为 500m 网格内某一类型的工作人口数与工作人口总数的比值；P 为全市范围内

此类型的工作人口数与工作人口总数的比值。若 Q=1，则该网格此类型工作人口的集聚程度与全市水平相

同；若 Q<1，则该网格此类型工作人口的集聚程度低于全市水平；若 Q>1，则该网格此类型工作人口的集聚

程度高于全市水平。

1.2.2 差异指数

差异指数衡量人口分布的分异程度，通过不同类型人群在城市单元中分布的不均匀性，反映城市中群

体间的分异情况。差异指数的表达式如式（2）：

式中：D 为差异指数；xi 和 yi 表示第 i 个 500m 网格中 x类和 y 类人口的总数；X和 Y 表示 i 网格所

在街道中 x类和 y类人口的总数。差异指数的取值范围在[0,1]，D 值越趋近于 0，则区域分异程度较小；D

值越趋近于 1，则区域分异程度较大。

1.2.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通过计算和比较两因子的 q值，揭示空间分异背后驱动力。地理探测器的表达式如式（3）：

式中：h 是影响因子（区位熵和差异指数）的分类；通过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各类产业的企业数分为 5

类(L=5)；Nh 和 N 分别为类 h 和全市的 500m 网格数；σ
2

h和σ2分别是类 h和全市区位熵的方差；SSW 和 SST

分别是各类内方差之和及全市总方差。q 的取值范围为[0,1]，q 值越趋近于 1，表明影响因子解释能力越

强。

2分性别和户籍的就业空间分异特征与格局

2.1 工作人口的集聚



武汉市不同类型工作人口具有不同空间分布模式（图 3）。

在分性别的工作人口方面，女性工作人口多分布于城市和区县的中心区域，而男性工作人口则多分布

于城市和区县的外围区域。女性工作人口主要集聚在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洪山区、武昌区、

青山区三环线内；其次，在阳逻开发区、新洲区、黄陂区、汉南区的中心位置也存在集聚效应。男性工作

人口分布则与女性相反，主要集聚在汉阳区、洪山区、青山区三环线外，以及东西湖区、汉南区、江夏区、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在三环至外环区间内呈现集聚。

在分户籍的工作人口方面，本地工作人口多分布于城市中心及远郊区域，而外地工作人口则分布于城

市中心外围近郊区域。本地工作人口主要集聚在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以及汉阳区与青山区的沿江区域、

黄陂区与新洲区的中心区域；其次，在蔡甸区、江夏区靠近城市中心区域也存在集聚效应。外地工作人口

分布与本地人口相反，主要集聚在洪山区、武昌区、汉阳区、三大经济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湖新技术开发区和临空港经济开发区），以及在新洲区三店街道呈现集聚状态。



2.2 工作人口的空间分异

从差异指数来看，武汉市工作人口具有相似的分异特点，整体上呈现圈层式布局，城市中心区域的工

作人口融合较好，未出现分异，城郊区域出现一定分异（图 4）。按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差异指数分为 5级，

1～2 级差异指数较低，人口融合效果较好；4～5级差异指数较高，人口分异现象较为明显。在全市 180 个

街道中（蔡甸区消泗乡、洪北管委会、桐湖办事处及新洲区新洲原种场共计 4个街道由于无人口数据，未

计算出差异指数），各类人口融合效果较好的街道个数占比约为 48%以上，分异效果明显的街道个数占比在

30%以下。

男性工作人口与女性工作人口在城市中心区域及光谷片区融合较好，城郊边缘区间内存在就业空间分

异的状况。差异指数在 0～0.13 的街道有 41个，0.14～0.22 的有 46 个，融合较好的街道占比达 48.33%；

0.23～0.35 的街道有 38 个，21.11%的街道分异情况中等；0.36～0.51 的街道有 25 个，0.52～0.79 的街

道有 30 个，差异指数较高的社区占比达 30.56%。本地工作人口与外地工作人口在城市大部分区域融合均

较好，在黄陂及江夏区边缘区间内存在部分分异。差异指数在 0～0.02 的街道有 144 个，0.03～0.06 的有

10 个，融合较好的街道占比达 85.56%；0.07～0.11 的街道有 10 个；0.12～0.19 的街道有 6个，0.20～0.48

的街道有 10个，差异指数较高的街道占比达 8.89%。

3 产业作用下的就业空间分异

3.1 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



结合 2021 年 9 月启信宝数据，分析武汉市 500m 网格内三次产业分布特征（图 5）。第一产业分布较为

均匀，在城市近、远郊区的黄陂区、新洲区、蔡甸区、江夏区中心区域有一定集聚；第二产业在城市中心

区域，黄陂区、新洲区中心，江夏区、汉南区、东西湖区、光谷片区的工业园内也有一定集聚；第三产业

在城市及各区县的中心区域有明显的集聚效应。第二、三产业分布与区位熵、差异指数分布类似，产业集

聚程度呈现中心城区—近郊区—远郊区的环状格局；就业空间分异状况在城市中心区域最为融合、在远郊

区出现一定分异。产业分布对就业空间分异可能存在一定影响。

表 3差异指数和区位熵因子探测结果

差异指数 区位熵

产业 男性与女性 本地与外地 女性 男性 本地 外地

q 值 p值 q 值 p 值 q值 p值 q值 p值 q值 p值 q值 p值

一产（农林牧渔业） 0.003 0.059 0.000 0.835 0.001 0.563 0.001 0.942 0.001 0.009 0.001 0.883

二产 0.172 0.000 0.029 0.000 0.010 0.000 0.010 0.000 0.048 0.000 0.048 0.000

工业 0.121 0.000 0.028 0.000 0.004 0.000 0.004 0.005 0.043 0.000 0.043 0.000

建筑业 0.172 0.000 0.019 0.000 0.013 0.000 0.013 0.000 0.032 0.000 0.032 0.000

三产 0.269 0.000 0.037 0.000 0.013 0.000 0.013 0.000 0.086 0.000 0.086 0.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0.105 0.000 0.018 0.000 0.004 0.000 0.004 0.006 0.029 0.000 0.029 0.000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0.242 0.000 0.027 0.000 0.010 0.000 0.010 0.000 0.065 0.000 0.065 0.000

批发和零售业 0.240 0.000 0.032 0.000 0.012 0.000 0.012 0.000 0.071 0.000 0.071 0.000

住宿和餐饮业 0.179 0.000 0.020 0.000 0.013 0.000 0.013 0.000 0.038 0.000 0.038 0.000

金融业 0.149 0.000 0.012 0.000 0.015 0.000 0.015 0.000 0.019 0.000 0.019 0.000

房地产业 0.196 0.000 0.020 0.000 0.015 0.000 0.015 0.000 0.040 0.000 0.020 0.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255 0.000 0.027 0.000 0.014 0.000 0.014 0.000 0.061 0.000 0.027 0.000

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0.265 0.000 0.035 0.000 0.013 0.000 0.013 0.000 0.080 0.000 0.035 0.000

3.2 就业空间分异与产业影响

结合 2021 年 9 月启信宝数据，用区位熵相同的 500m 网格统计各类产业的企业数，根据自然间断点分

级法将企业个数分为 5类，采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计算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对区位熵、差异指数的影响



（表 3）。从通过显著性（p≤0.05）的指标数量分析，分性别的差异指数、分户籍的差异指数、女性人口

区位熵、男性人口区位熵、本地人口区位熵、外地人口区位熵通过显著性指标数量分别为 12、12、12、12、

13、12 个，本地人口区位熵通过检验因素最多，覆盖了三次产业全部指标。

从影响因素的 q 值高低分析，差异指数受产业影响的程度高于区位熵。分性别的工作人口差异指数主

要影响因素为：三产（0.269）＞二产（0.172），其中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0.26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25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242）＞批发和零售业（0.240）。分户籍的差异指数主

要影响因素为：三产（0.037）＞二产（0.029），其中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0.035）＞批发和零售业（0.03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02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027）。

女性工作人口区位商主要影响因素为：三产（0.013）＞二产（0.010），其中房地产业（0.0153）＞金

融业（0.015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014）＞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0.013）。男性工作人口区位商主要

影响因素为：三产（0.013）＞二产（0.010），其中房地产业（0.0153）＞金融业（0.0152）＞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0.014）＞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0.013）。本地工作人口区位熵主要影响因素为：三产（0.086）

＞二产（0.048）＞一产（0.001），其中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0.080）＞批发和零售业（0.071）＞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06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061）。外地工作人口区位商主要影响因素为：

三产（0.086）＞二产（0.048），其中批发和零售业（0.071）＞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0.065）。

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对工作人口的集聚呈正向影响，第三产业集聚的区域往往成为就业的主中心，而第二

产业的集聚促进次中心的形成［26］。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市中心，与人口分异呈负相关，第三产业促进人

口的融合；第二产业对外地工作人口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二产主要分布于城市近郊区，在城市总体格局

上第二产业的外来人口出现空间分异［33］。第三产业对男性与女性工作人口的集聚呈正向影响，生活性服

务业更多吸引女性外地工作人口，所以居住人口集聚的区域女性工作人口分布较多；而生产运输业是外地

工作人口尤其是男性外地工作人口的次主要就业方向［23］。从产业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来看，第三产业和

第二产业是男性与女性差异指数、本地与外地差异指数、女性区位熵和男性区位熵共有的主要影响因素，

其中，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对差异指数与外地人口区位熵的解释性最强，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对男性与女性

区位熵的解释能力最强；第一产业对本地人口区位熵存在一定影响，农民主要为武汉本地人口，外来人员

务农较少；第二、三产业对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区位熵影响相近，在第三产业小类中，公共服务及管理组

织对外地人口区位熵的解释能力最强，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二者的解释能

力也较强。除此之外，在所有差异指数与区位熵共有的 12 项产业影响因素指标中，男性与女性差异指数的

指标 q值明显高于其他 5个因变量，分别为三产及其包括的小类：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综合以上分析，产业对差异指数和区位熵影响程

度的空间差异为：男性与女性工作人口差异指数＞外地工作人口区位熵＞本地人口区位熵＞本地与外地工

作人口差异指数＞女性工作人口区位熵＞男性工作人口区位熵。

结合产业对区位熵的解释作用，发现第三产业几乎对所有类型的工作人口都具有较强的解释性，尤其

是其中的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

涉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6 个行业，其中绝大部分为国有部门，

可见国有部门对工作人员户籍、性别集聚与分异影响因素较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包括电

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随着武汉“光芯屏端网”产

业集群的发展，吸引众多数字经济、量子技术等新兴产业入驻，对相关产业的人才需求量增加，对工作人

口性别与户籍的集聚与分异影响较大。批发和零售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资金投入少、风险相对较小，

准入门槛较低，同时武汉市拥有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具备良好的批发和零售营商基础，因而此类产业就业

机会充足，对工作人口性别、户籍集聚与分异影响也较大。房地产业、金融业对男性与女性区位熵均有最



强解释性；批发和零售业对本地人口区位熵具有最强解释性、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对外地工作人口区位熵

具有最强解释性。前两类产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在武汉处于较高水平，且从业需要专业技能，可能有能力

的工作人口在具备同等资格的时候，性别与户籍歧视减少
［34］

；批发和零售业吸引了大量本地人口就业，公

共服务及管理组织则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口就业。

相关研究表明，女性出行距离和时间较短，公共交通和步行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在高密度、高混合度

的居住区；男性出行距离和时间长，活动范围较大，小汽车出行比例高
［25，35］

。因此女性倾向于集中在第三

产业相对集中的城市中心区域，而男性会选择居住在城市外围区域。武汉市本地工作人口与外地工作人口

存在明显分异，本地工作人口由于已有自住房，居住地普遍分布在汉口片区，工作地点也倾向位于汉口等

原住民多的城市中心的老城区；外地工作人口定居本地，新市民往往分布在就业机会充足的洪山区及靠近

城市外围的各大经济开发区（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上所述，武汉市中心区域人口密度较高、第三产业集聚（图 5），提供了充足的就业岗位，女性就业

机会增加，同时偏向于就近工作，因此集聚在城市中心区，城市中心工作人口融合度较高。而城郊区域包

含绝大部分的第一产业，就业机会相对匮乏，女性常常作为次要收入者，选择在男性之后寻找工作，且更

偏向在居住地附近选择工作，导致农村女性的就业率更低，从而引发城乡空间分异。近年来，武汉逐步壮

大总部经济，在近郊设立很多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吸引大量外地工作人口和毕业大学生留汉就业，形

成了较好的人口融合现象。而远郊以农业为主，缺乏能吸引外来人口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以本地人口为主，

但位于新洲区的三店街道由于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商贸活跃，集聚了大量外地人口，被誉为“武汉的小温

州”，因此形成就业空间分异的现状。

4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区位熵、差异指数和地理探测器的方法，以武汉市为案例，研究就业空间分异的特征、格局

以及与产业的关系；从 500m 网格的小尺度出发，探明人口、产业、城市的相互作用关系，量化产业对就业

空间分异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①就业空间分异总体呈现从城市中心到边缘逐渐增大的环状空间格局，在城市周边区域出现就业空间

分异明显的现象。女性工作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男性工作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域外围的近郊

区。本地工作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及远郊区，外地工作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近郊区。城市中心人口包

容性较好，近郊区域次之，远郊区存在一定程度性别空间分异与户籍空间分异。

②二、三产业的集聚与就业空间分异负相关，会促进就业人群间的融合，第一产业会正向影响就业空

间分异，吸引本地人口在远郊区的集聚。第三产业对分性别和分户籍的差异指数和区位熵均有最强的解释

能力，其中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主要影响因素。第

一产业对本地人口的空间集聚有一定正向影响。

工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形态，就业空间分异是衡量城市社会分异的重要标志。武汉市的中心城区

与近郊区人口较为融合，但远郊区出现就业空间分异。由于产业在城乡分布不均，远郊区就业机会匮乏，

同时企业可能优先考虑雇佣男性，可能导致城市周边区域劳动力市场女性就业机会的减少。随着制造业向

远郊区迁移，在工厂工作的低学历、低收入农民工逐渐迁居到城市边缘；高学历、高收入的新移民则随着

第三产业的发展，集聚在城市中心区与近郊区，形成圈层式“绅士化”就业区域。针对以上问题，调整产

业结构、增加就业机会、健全各产业就业机制、提高公共交通覆盖度、积极配建公租房，有助于促进就业

空间融合。首先，服务业是影响工作人口分异与集聚的最主要因素，公共服务及管理组织，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是 11类产业小类中解释能力最强的 2类，应调节这些产业在城市中的合理布局，注重

这类产业与城市就业体系的关系，结合城市中心、近郊、远郊区劳动生产率与土地利用效率，在城市不同

空间区位构建多中心就业空间结构，扩大服务业就业，推动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改

善工作人口的集聚与分异。其次，结合产业的多中心布局，在近郊与远郊结合产业需求促进服务业发展，

增加区域内产业多样性，平衡产业分布差异，提供更多工作机会，提高人口就业率，推动区域就业承载力，

有助于减少因就业机会不足而存在的就业空间分异。再次，健全各产业就业机制，聚焦毕业大学生、外来

人口与女性工作人口等重点人群，以市场化、社会化就业与政府帮扶相结合，增强就业保障能力，尤其在

城市中心及近郊女性工作人口与外地工作人口集聚的范围内，优先建立对企业平等的监管和审查。最后，

在空间分异程度较高的城市近郊与远郊，加大公共交通覆盖率，有效缩短通勤距离，减少通勤时间。以政

府主导公租房等相关制度与政策扶持，在老旧小区更新改造时配置公租房，单位建设配套居住小区预留公

租房等，减少外地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空间分异，也能减小居住分异引起的就业空间分异。

就业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本文基于大数据的高精度、大样本优势，为空间分异研究带来新思路。

但是，由于人口与产业大数据没有提供各类工作人口的教育、择业选择、社会网络等个人信息，本文仅从

劳动力需求端的产业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基于图 1 的机制框架，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

出行 OD信息、人口的社会网络、择业选择、教育水平等数据，进一步探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端因素对就业

空间分异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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